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骐源，谢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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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基础研究主要分为自由探索型与国家战略导向性。由于这两种基础研究与产业实际需求方向偏离较远，企业很难从中受益。对于处于竞争市场的企业而言，产业应用驱动型的企业基础研究才是其真正需要的研究领域。因此，运用2009-2015年我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DEA和DEA-Tobit回归方法分析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且滞后期越长，正向影响越显著，这也是很多企业短视不愿意进行基础研究的原因。此外，政府投资与企业自筹资金并没有显著促进这种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因此政策引导比资金支持更为重要。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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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研究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1945年，定义为不带任何应用目的的，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研究。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已经过时。19世纪以来，很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新形势下，技术政策的重点应该转移到需求导向，尤其是以应用需求、市场需求、产业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即位于巴斯德第二象限的基础研究。然而基础研究由于风险大，收益不确定，耗时长等因素往往是由政府研究机构与高校来完成。而由高校主导的基础研究多为纯粹的基础研究，产出成果以论文和著作为主。由于这种基础研究与产业实际需求方向偏离较远，企业很难从中受益，即便受益，也是至少在10年-20年之间。对于处于竞争市场的企业而言，产业需求驱动型的企业基础研究才是其真正需要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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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科学（应用与基础）研究的象限模型

在最近的这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如中兴通讯实施定点打击，不禁让人们反思中国在芯片设计基础研究领域的薄弱。研究表明，芯片行业研发投资周期长，且技术含量高，研发难度非常大。此外，受到摩尔定律的影响，非一线市场人员并不能及时获取最先进的技术现状。此时如果企业不主动跟进最先进的基础研究，以市场和应用为导向，就会被其他巨头公司抢占市场，进而受制于人。2009年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活动几乎全部在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进行。历年来，政府资金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平均高达90%以上，而企业基础研究平均比例仅为5%（如图1），远远低于国际行业领军企业20%。例如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公司Intel，2007年以来研发投入高达1096亿美元，且几乎都用于芯片研发，远远高于华为、中兴总体研发投入。

图2：企业基础研究占全国基础研究比例

诚然在发展初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参考现有的基础研究成果是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阶梯和扩大规模的捷径。但是由于高校和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往往产生在实验室，与市场需求和实际应用较为脱节，且无法跟进最新的技术变化。对于一些技术变革较快的行业，龙头企业只有开展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才能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此外，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如日韩、欧美等国）的企业基础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和规律。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先是居高不下，然后转向急速下降阶段，而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反而急速上升。这是因为早期政府为了扶持基础研究，成为了基础研究的主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变得愈发重要，企业成为了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力量。这样的发展路径不禁引人深思，国内企业是否应该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
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进行探索。多数学者只是强调要加大全国的基础研究比重，加强企业的基础研究，并未真正指出企业要什么样的基础研究，而这种投入产出究竟是否划算.且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远远不能支持政府未来的政策导向。对于不断变化的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作为研发人才最多的聚集地必须承担起以应用为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才能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近几年来，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促进技术水平的显著上升。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可以看成是技术创新的效率较低。因此，本文独辟蹊径，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方面来探讨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强度和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哪些因素会对提高企业基础研究的强度。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过往学者围绕企业基础研究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结论。以Nelson[1]为代表的学者指出，由于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基础研究是公立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利”，企业理应将研发费用更多地投入到应用研究中，一旦贸然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很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Arrow[2]通过逻辑分析论证企业基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即使不花钱也可能获得免费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学者胡军燕[3]通过分析1995-2015年全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数据，认为由于基础研究相对于试验发展而言，风险高，成功率低，即便从长远来看，也不能真正促进知识专利数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些以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工业企业而言，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成长的主旋律。Pavitt[4]、Rosenberg[5]、Cohen和Levinthal[6]认为企业的内部基础研究相比于学校和科研机构而言，针对性更强，可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而如果将科技成果的生产机构与应用机构分开则很难达到完整的协同性（基莱）。Beise 和Stahl[7]进一步对德国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为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增加其与外部机构合作交流的机会，也可以促进企业获得市场先发优势，进行产品创新。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做了深刻的探讨，尤其是对中美国情的对比方面。刘树梅[8]通过对比中国与美国国情的差异指出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政府往往会在基础研究中起主导作用。随着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也应该有所提升。温珂和李乐旋[9]通过分析1996-2003年的基础研究数据，利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证明了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远低于美国，并建议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尽管中美国情有差异，但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较低是不争的事实。柳卸林等[10]研究提出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的缺乏是导致中国企业创新效率低下的原因，并认为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提升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赵兰香[11]认为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决定了他的学习行为和选择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赵正国[12]认为我国产学研合作绩效差，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较少。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研发人员（70%以上）都在企业工作，如果企业不进行基础研究投入必然会降低我国企业总体的创新产出。
上述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的理解，但研究结论并未形成一致观点，同时也缺乏实证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以前，企业基础研究占比较小，国家科技统计年鉴并没有做详细统计。而自2009年起，这一基础研究数据得以被重新细分。因此，本文在前期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实证研究。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为促进我国企业从事基础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3  变量选取与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择
研发投入是企业研发的基础，主要分为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人力投入方面，本文使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而资本投入采用企业研发内部支出来衡量。对于研发产出，现有研究主要将新产品（朱有为、徐康宁[13]；原毅军等[14]）和专利（岳书敬[15]；李婧等[16]；史欣向和梁彤缨[17]；肖文、林高榜[18]）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指标。因此本文采用新产品营业收入和发明专利数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符号说明
	指标
	符号
	单位
	说明

	研发投入与产出变量

	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Hr
	人
	指R&D全时人员

	企业研发内部支出
	Ird
	万元
	企业内部研发投入金额

	新产品营业收入
	Nrp
	亿元
	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

	发明专利
	Ip
	个
	-



3.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9年-2015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共计196个样本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企业的数据，其中由于青海省、西藏及新疆数据不全，因此将其删除。同时由于实际处理数据时发现15年之后的部分数据缺失，且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发生改变，难以区分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仅包含2009-2015年的数据。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超效率DEA的方法来测算企业创新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美国的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提出的一种用于分析和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输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相对有效性的办法。与传统的基于专家打分评价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相比，由于数据包络分析法是应用数学规划的计算方法来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来对评价对象做出评价，因此更能够理想和客观地反映出评价对象本身的特点。
然而普通的CCR-DEA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即其评价相对不够精细，且当决策单元为多输入和多输出时，常常会产生过多的有效决策单元，从DEA有效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同质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这部分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普通的CCR-DEA模型无法应对这类情况，而超效率DEA模型（SUP-CCR-EDA模型）便能够克服这一大缺陷。
超效率DEA模型是由Anderson和Petersen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们在传统的CCR-DEA模型上进行修正，禁止各个决策单元与自身比较，从而使各决策单元之间能更好地排序[19]。
在国内学术界，运用超效率DEA方法来评价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袁晓玲[20]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29个省份1978-2007年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并总结其时空变化趋势。邱建华[21]通过DEA方法对2005-2011年我国铝工业内部8家具有代表性生产型企业进行创新效率评价，并对所有被考察的企业相对效率进行排序。本论文打算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来评价各省企业的创新效率。

3.4 省份效率比较
表2是对28个省份2009-2015年企业创新效率值进行描述性统计。图2和图3展示了各个省份企业效率值的变化趋势。为了便于对比，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分开作图。表2表明，从2009年至2015年，各个省份的企业创新效率值有较大差异，如2009年创新效率最小值为0.19，最大值为1.79，与平均值0.53的差距都很大。此外，从09年至13年逐渐减小的方差印证了各个省份的企业创新效率差距在逐渐减小。图2和图3表明，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效率总体上比中西部企业高，且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企业效率值都在逐步提高。近年来，安徽、北京企业的研发效率超过1，属于第一梯队，其次是重庆、广西和上海。

表2  28省份2009-2015年效率值描述性统计
	年份
	观察样本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9年
	28
	0.53
	0.38
	0.19
	1.79

	2010年
	28
	0.44
	0.19
	0.14
	0.82

	2011年
	28
	0.48
	0.19
	0.20
	0.86

	2012年
	28
	0.50
	0.17
	0.24
	0.95

	2013年
	28
	0.52
	0.17
	0.23
	0.84

	2014年
	28
	0.54
	0.18
	0.22
	0.92

	2015年
	28
	0.57
	0.22
	0.22
	1.12

	平均值
	28
	0.51
	0.23
	0.1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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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东部沿海地区研发效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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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西部地区研发效率趋势

4  实证研究
通过上述方法得出了我国企业的效率测度值，了解到我国各企业之间创新效率的差异较大。为验证企业基础研究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效率，本文将企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基础研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对影响我国大型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较精确的研究企业基础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需要对企业所在的环境进行控制。同时，本文还将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来探讨哪些因素会对企业基础研究产生影响。

4.1  回归模型分析
Coelli于1998年在传统DEA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两阶段DEA-Tobit模型。该方法首先利用传统DEA方法求出DMU的相对效率值，然后再将其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模型来探究哪些因素会对效率值产生影响。在过往的研究中，对连续没有边界的数据通常会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但是如果因变量是截断的值时，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就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Tobin[22]结合Probit模型和多次回归的方法在研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分析时引入了受限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即Tobit模型。Tobit回归模型如（4-1）所示。
                          Y*  =  α+βX+ε ,   Y* >0
Y=
                          0 ,  Y* ≤0
  (4-1)
式中Y为截断因变量向量，X为自变量向量，α截距项向量，β为未知参数向量，扰动项ε~N(0,σ2)。因此，本文借鉴该方法,在超效率DEA的基础之上进行Tobit回归，分析企业基础研究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4.2  模型设定

4.2.1企业基础研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并非是一个无序或者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呈现一种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交互影响。

4.2.1.1  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外部因素顾名思义就是由企业外在环境造成的，包括社会因素、市场因素（周群）[23]，企业无法对其做出改变。内在因素则是由企业本身个体所决定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管理措施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实施一定影响，这种改变是可控的，主要包括人才瓶颈和资金瓶颈（侯祥鹏）[24]。
因此本文从以上几个角度进行划分，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总研发经费占GDP比、总教育经费占GDP比、人均GDP、人均教育经费。此外，由于东部与中西部的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因此将东部沿海地区设为虚拟变量（表3）。

表3：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创新资源配置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可控

	
	
	企业内部研发投入
	

	
	市场结构
	企业规模
	不可控

	
	
	企业数量
	

	
	经济发展水平
	总教育经费占GDP比
	

	
	
	总研发经费占GDP比
	

	
	
	人均教育经费
	

	
	
	人均GDP
	

	
	
	东部及沿海地区
	

	
	制度环境
	政府R&D投入
	


    
   为此构建模型（4-2）如下：
Effit =a1Frp+a2Hrt+a3Cit+a4Sizeit+ a5Numt+a6Rdit+a7Edu+a8Pgdp+a9Pe+a10Ec+ a11Gitτt+μi+εit
  (4-2)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表示不随省份变化的时间截面的个体差异，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个省份的个体差异，为随机扰动项。

4.2.2政府投入和企业自筹R&D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
由于企业基础研究具有高风险性，且投资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大，因此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于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企业自筹的R&D投入也会有一部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另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也会随之增强，这也可能会导致企业有信心参与基础研究工作。为此，本文构建模型（4-3）：
Frp= a1Git+a2Cit+a3Sizeit
  (4-3)

4.3  变量选择
具体的变量及说明如表4。

                      表4  变量定义与符号说明
	指标
	符号
	单位
	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效率
	Eff
	-
	通过超效率DEA得出各省企业创新效率值

	解释变量

	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Frp
	%
	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企业R&D投入

	控制变量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Hr
	人
	-

	企业内部研发投入
	Ci
	万元
	-

	企业规模
	Size
	亿元/个
	单个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数量
	Num
	个
	-

	总研发经费占GDP比
	Rd
	%
	总研发经费占当年GDP比例

	总教育经费占GDP比
	Edu
	%
	总教育投入占当年GDP比例

	人均GDP
	Pgdp
	万元/万人
	区域GDP除以区域总人口

	人均教育经费
	Pe
	万元/万人
	区域教育经费除以区域总人口

	东部及沿海地区
	Ec
	-
	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其值为1

	政府研发投入
	Gi
	万元
	-



4.4  数据来源
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来自上文用超效率DEA得出的企业创新效率值。其余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其中对于Frp即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处理借鉴胡军燕的处理方法，由于企业R&D支出没有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进行分类统计，为此通过计算全国R&D经费与高等院校、研究与开发机构在各项R&D支出上总额的差额得到企业基础研究投入。

4.5  实证结果分析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指标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f
	196
	0.51
	0.23
	0.14
	1.79

	Frp/%
	196
	0.52
	1.06
	0
	8.41

	Hr
Ci
	196
196
	75,085.14
14.13
	94,873.76
1.27
	862
10
	441,304
16.59

	Size/亿元/个
	196
	31,603.02 
	31,581.39
	1,009.34
	147,074.50

	Num
	196
	13,523.76
	14,355.97 
	358
	64,364

	Rd/%
	196
	1.57
	1.08
	0.34
	6.08

	Edu/%
	196
	5.30
	1.59
	2.60
	9.54

	Pgdp/万元/万人
	196
	41,788.17
	29,791.19
	1,158.28
	161,505.80

	Pe/万元/万人
	196
	2,147.59
	1,813.13
	90.30
	13,473.40

	Ec
	196
	0.46
	0.5
	0
	1

	Gi
	196
	12.91
	1.14
	10.10
	15.88



4.5.2  回归结果
   由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不能够立即转化为发明专利、提高新产品营业收入。考虑时滞，中间一般需要1-3年的时间（白俊红等[25]；李婧等）。

表6  企业基础研究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1（无时滞）
	模型2（滞后1年）
	模型3（滞后2年）
	模型4（滞后3年）

	Frp
	0.01
(0.333)
	0.02
(0.216）
	0.02
(0.074*)
	0.03
(0.016**)

	Hr
	2.41e-07
(0.442)
	1.71e-07
(0.600)
	1.30e-07
(0.717)
	9.46e-08
(0.828)

	LnCi
	0.01
(0.755)
	0.01
(0.701)
	0.04
(0.255)
	0.06
(0.089*)

	Size
	-2.13e-07
(0.840)
	-3.33e-08
(0.977)
	-4.67e-07
(0.727)
	-7.39e-07
(0.654)

	Num
	-4.75e-07
(0.802)
	-4.65e-08
(0.980)
	3.35e-07
(0.858)
	2.11e-07
(0.915)

	Rd
	0.01
(0.678)
	0.02
(0.569)
	0.03
(0.417**)
	0.03
(0.001***)

	Edu
	0.04 
(0.027**)
	0.05
(0.007***)
	0.06
(0.002***)
	0.07
(0.001***)

	Pgdp
	-7.24e-07
(0.595)
	-7.26e-07
(0.648)
	-7.54e-07
(0.688)
	-5.03e-07
(0.810)

	Pe
	0.32e-04
(0.198)
	2.93e-04
(0.328)
	0.19e-04
(0.565)
	6.73e-06
(0.866)

	Ec
	0.13
(0.000***)
	0.14
(0.000***)
	0.13
(0.000***)
	0.14
(0.001***)

	LnGi
	0.01
(0.823)
	0.022
(0.933)
	-0.01
(0.768)
	-0.02
(0.624)


注: 括号内数据表示显著性水平，***、**、*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已省略。
通过回归发现，无时滞、滞后1年、滞后2年、滞后3年时企业基础研究强度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逐渐显著，且系数逐渐增大。即企业基础研究强度越大，对3年后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但对当期的研发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企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新产品营业收入和发明专利需要一定的时间，即当期的基础研究不能在当期立即显出成效。此外，由于基础研究的风险性较大，失败率较高，滞后时间长，因此对当期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是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积极性较弱的原因。
在所有模型中，教育经费占GDP比和研发经费占GDP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这与预期一致。因为较高的教育经费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技术人才，这将间接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研发经费投入，说明该地区对科研的重视程度较高，整体的研究环境较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Ec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东部地区整体的研发效率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7  政府投入和企业自筹R&D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影响的检验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方差
	T检验值
	P值

	LnGi
	-0.21
	0.36
	-0.59
	0.56

	LnCi
	-0.52
	0.21
	-2.42
	0.023**

	Size
	1.49e-05
	8.27e-06
	1.80
	0.082*


注: 括号内数据表示显著性水平，***、**、*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已省略。
从表7中可以发现，政府投入并没有显著促进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这是由于政府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Liliana[26]等研究也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补助只能促进企业在应用试验方面的投入，并不能对企业基础研究产生影响。另外，企业自己筹集的研发投入反而会对企业基础研究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方面反应了大部分企业确实存在短视的行为，将资金都用于应用研究与试验研究，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不是将目光停留在企业的重大战略规划上，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大部分基础研究成果并非自己研究开发，而是像国外企业购买，采用以市场换取技术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来构建深厚的护城河。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等地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距在不断减小。其次，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且滞后期越长，正向影响越显著，这也是很多企业短视不愿意进行基础研究的原因。此外，通过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的投入和企业自筹的研发投入都不能显著促进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因此，单单加大政府的资金扶持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因为企业的短视起到相反的作用。
本文验证的结论不管是对企业研发决策还是国家政策制定都有所帮助。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往往更能“对症下药”，提升企业2-3年后的研发效率，从根本上构建企业的长期技术壁垒，帮助企业巩固护城河，成为百年企业。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从企业层面来看，有三点好处。首先，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同于研究机构和高效的基础研究投入。它能够迎合技术快速变化的趋势，帮助企业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显著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效率。企业唯有通过长期持续地投资这种基础研究，才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了解最前沿的技术，最终实现科学原理上的重大突破，比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技术。其次，企业一旦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便可迅速实现从一到百的复制。否则即便掌握了从一到百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进入错误的方向，失败风险较大。最后还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外部信息网络，帮助企业储备一些优秀的基础研究人才。然而这种提升的时滞效应导致了国内大部分短视企业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不够，进而影响其后续创新能力。因此，企业需要培养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刻意识到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的显著促进作用，主动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创新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企业更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全球制造价值链底端到顶端的转变。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出口的成本优势也已不复存在，创新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唯一方法。而企业作为众多研发人才的聚集地，理应承担起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的重任。
（2）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发挥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合理分配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间的研发资源，以政策积极引导我国企业成为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的主体。通过研究也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政策的引导，无论政府提供多少资金支持也很难转化为基础研究投入。近年来，国家也开始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在企业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全国已经依托企业挂牌运行9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于材料、矿产、能源、医药等8个学科领域。一方面，国家会将各项资源与国家重大项目向这些重点实验室倾斜，同时也可通过政策、项目和运行补助等各种方式，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和科研工作进行支持。对于没有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政府也应该设立专项基础研究的资金鼓励企业从事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帮助企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除了直接引导以外，企业应该加大教育经费，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满足各个企业人才的储备需求，尽量减小企业从事基础研发的风险，提高成功率。为了避免其他企业搭便车，政府也要加强专利保护以保证参与基础研究的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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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arket-oriented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Liu Qiyuan  Xie Fuj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030,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basic research includes free market-oriented method and strategy-oriented method. But these two methods are far from the need of the industry, so the companies cannot benefit from them. For the companies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s, industry –oriented basic research is the most useful tool. Based on the related data of large 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put from 2009 to 2015, this paper uses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and DEA-Tobit model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lagging. The longer the lag phase,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effect will.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enterprises dislike basic research. Furthermore, government R&D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s’ research investmen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output of basic research. Thu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cept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is more is more important.
Key words: enterprise basic research;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dustrial enterpris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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